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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北方灌区尾闾湖泊不同形态碳的来源、季节变化及驱动因子分

析：以乌梁素海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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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尾闾湖泊碳动态和来源过程研究有助于精细刻画其在区域碳循环中的“源”或“汇”角色。本研究选取中国北方尾闾湖泊乌

梁素海为研究对象，采用贝叶斯混合模型（MixSIAR）、碳同位素二元混合模型等方法，探究水体中不同形态碳来源及主要影

响因子，主要结果如下：溶解有机碳（DOC）与颗粒有机碳（POC）均呈现由北向南浓度逐渐降低的分布特点（p<0.05）；4 月

DOC 与 POC 来源以浮游植物为主，7 月和 10 月以灌渠退水为主。DOC 主要来源于灌渠退水，来源比例整体表现为灌渠退水

（72%）>浮游植物（15%）>陆地 C3（7%）>水生植物（6%）；POC 来源比例整体表现为浮游植物（39%）>灌渠退水（34%）>

水生植物（15%）>陆地 C3（12%）。水体溶解无机碳（DIC）与颗粒无机碳（PIC）空间上无显著差异（p>0.05），DIC 不同

月份来源差异较大，4 月份主要由土壤有机质（92.7%）与大气交换（7.3%）贡献，7 月份主要来源是灌渠退水（74.1%）与生

物活动（25.9%），10 月份主要来源为灌渠退水（71.9%）与大气交换（28.1%）； PIC 则主要来自于内源自生沉淀。多元回归

分析表明：Chl-a 与 TN 是 DOC 浓度的主要驱动因子（R2=0.662, p<0.001）；SD、TN 与 SPM 共同解释 POC 浓度变化（R2=0.566, 

p<0.05）；NH4
+-N 是 DIC 浓度的核心调控因子（R2=0.370, p<0.001）；TN 与 pH 值对 PIC 形成具有双重促进作用（R2=0.573, 

p<0.05）。研究结果可为农业灌区尾闾湖泊碳循环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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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as carbon "sources" or "sinks" in regional carbon cycle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Lake Ulansuhai, a terminal lake in northern 

China, to identify the sources of different carbon forms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using a Bayesian mixing model (MixSIAR) 

and a dual carbon isotope two-end-member mixing model.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both dissolved organic carbon (DOC) and 

particulate organic carbon (POC) exhibited a significant north-to-south decreasing concentration gradient (p < 0.05). Temporally, 

phytoplankton were the dominant source of DOC and POC in April, whereas irrigation return flow became the primary contributor 

in July and October. Overall, irrigation return flow accounted for the largest proportion of DOC sources (72%), followed by 

phytoplankton (15%), terrestrial C3 plants (7%), and aquatic plants (6%). For POC, the main contributors were phytoplankton 

(39%) and irrigation return flow (34%), with aquatic plants and terrestrial C3 plants contributing 15% and 12%, respectively. 

Spatially, dissolved inorganic carbon (DIC) and particulate inorganic carbon (PIC) showed no significant variation (p > 0.05). 

However, DIC sources varied markedly across months: soil organic matter (92.7%) and atmospheric exchange (7.3%) dominated 

in April; irrigation return flow (74.1%) and biological activity (25.9%) were primary in July; and irrigation return flow (71.9%) 

and atmospheric exchange (28.1%) prevailed in October. PIC primarily originated from endogenous autogenic precipitation.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chlorophyll-a (Chl-a) and total nitrogen (TN) were the principal drivers of DOC 

concentration (R² = 0.662, p < 0.001). Secchi depth (SD), TN, and suspended particulate matter (SPM) collectively explained 

POC variation (R² = 0.566, p < 0.05). Ammonium nitrogen (NH₄⁺-N) was the core regulator of DIC concentration (R² = 0.370, p 

< 0.001), while both TN and pH exhibited a dual promoting effect on PIC formation (R² = 0.573, p < 0.05). These findings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carbon cycling in terminal lakes of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areas. 

Keywords: Terminal lakes in irrigation districts; Lake Ulansuhai; Sources of aquatic carbon; Driving mechanism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退化问题的日益严重，湖泊作为重要的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碳循环中

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灌区（农业灌溉区）内，湖泊不仅是重要的水资源蓄积与调节系统，

同时也是碳汇功能的核心区域以及温室气体排放的关键源区[1-2]。灌区湖泊由于其特殊的地理、气候和人

类活动影响，能够接收大量来自周边土壤和植被的碳输入并储存在湖泊中[3]，因此深入研究灌区湖泊的碳

来源及控制不同形态碳浓度的关键因子对理解区域气候变化、生态功能恢复及碳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湖泊水体中的碳按照赋存形态可分为溶解有机碳（DOC）、溶解无机碳（DIC）、颗粒有机碳（POC）

以及颗粒无机碳（PIC）四大类[4]。不同形态碳的来源具有显著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研究其来源是解析湖泊

碳循环机制的关键环节之一，通过同位素分析、碳氮比及分子标志物等技术手段对不同形态碳进行溯源，

不仅可以追踪区域污染物的传输路径，还能识别人类活动等对湖泊生态系统的潜在影响[5]。水体中的碳来

源通常可以分为外源输入和内源生成两大类，其来源受陆地和水体生态过程的复合作用的共同影响[6]。外

源输入主要包括河流携带的陆源有机质、农业退水带来的溶解有机碳和无机碳以及大气沉降中携带的碳成

分，这些外源碳的性质和数量不仅反映了流域土地利用结构和人类活动强度，还受到区域气候变化的驱动

影响，内源生成的碳则主要与湖泊内部的生物活动相关，例如浮游植物的初级生产力通过光合作用固定二

氧化碳生成有机碳、浮游植物等水生生物通过生物矿化作用直接形成碳酸钙等，而底栖生物和微生物群落

则通过代谢活动影响碳的循环与转化[7]。研究表明，森林湖泊的 DOC 主要受土壤溶解性有机质（DOM）

控制，如北美五大湖的研究显示，周边土壤和植被类型显著影响 DOC 的浓度[8]。黄河干流中较高的 TSS

浓度导致光利用率降低，因此水生生物对 DOC 的贡献较低，DOC 主要来源于陆源输入[9]。相较而言，农

业湖泊和城市湖泊的 DOC 更多受人类活动干扰，施肥、污水排放及有机污染物输入导致湖泊 DOC 含量

升高[10]。在对水体中无机碳来源的研究中发现，碳酸盐风化对湖泊 DIC 贡献显著，如青藏高原的湖泊因

高强度的岩石风化作用，DIC 主要来源于碳酸盐溶解[11]。此外，农业湖泊中 DIC 浓度较高，可能与化肥使

用及有机物分解增强 CO2 释放有关[12]。而 PIC 主要受湖泊水化学条件调控，生物诱导沉淀和化学沉淀是

PIC 的重要形成机制，富营养化湖泊因浮游植物光合作用强化碳酸钙沉淀，导致 PIC 浓度上升，如美国的

大盐湖和中国的查干湖均观测到明显的生物诱导碳酸钙沉淀[13]，此外，湖泊蒸发作用增强时，PIC 沉积速

率提高，在干旱区湖泊尤为显著[14]。近年来，研究者们通过稳定同位素分析、分子标记物、C/N 比分析及



 

 

高分辨率质谱等技术，揭示了湖泊不同形态碳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主要来源，为评估湖泊在碳汇与碳源功

能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依据，但目前对于不同形态碳来源的研究仍存在不足。当前研究外源与内源贡献定

量化不足是主要问题之一，特别是在季节变化、湖泊营养状态变化条件下，不同形态碳的来源比例可能有

所改变，现有研究多基于短期观测，难以准确评估长期趋势。此外，人类活动（污水排放、农业灌溉等）

显著影响湖泊碳平衡，尤其是富营养化湖泊，人类活动干扰下的湖泊碳来源过程仍不清晰，难以预测未来

湖泊碳收支的变化趋势。 

湖泊碳库是一个动态系统，外源输入的碳进入湖泊后，其形态会经历复杂的生物地球化学转化（矿化、

溶解等）[15][16]。不同形态碳在湖泊水体中的分布特征受控于多种自然与人为因素[17-18]，包括气候条件、水

文特征、营养盐水平及人类活动，这些因素致使不同形态碳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转化和交互作用。如 DOC

可以通过光降解或微生物矿化作用转化为 DIC，反过来，DIC 可以通过光合作用被浮游植物或水生植物固

定，形成新的 POC 或 DOC[19][20]。此外，DOC 分子还可以通过物理化学过程或生物过程聚集成更大的颗

粒，形成有机聚合体，从而转化为 POC[21]。四种形态的转化过程相互影响，区分单一过程的影响非常困

难，此外，不同湖泊类型的环境条件差异巨大，导致优势转化过程和速率截然不同，捕捉这些动态变化需

要高频率、多层次的监测。灌区湖泊作为全球碳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区域生态系统功能和气候变化

中的作用引起了广泛关注。灌排系统是连接灌区与湖泊的主要纽带，可为湖泊输送悬浮物质和溶解物质，

这些物质的迁移和转化是湖泊碳平衡和营养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22-23]，农业活动中化肥过度使用致使灌区

向其连接湖泊输送污染物及未被利用的营养盐的风险大幅增加，这将进一步驱动不同形态碳之间的相互转

化，加剧湖泊碳循环机制的不确定性。 

针对上述挑战，本研究以灌区尾闾湖泊乌梁素海为对象，探究其不同形态碳来源的季节性动态及驱

动因素。我们进行了多季节、多空间尺度的野外调查，同步监测了水体 DOC, DIC, POC, PIC 的浓度及其

δ13C 组成，以及关键水环境参数，采用贝叶斯混合模型（MixSIAR）、碳同位素二元混合模型等方法，

探究水体中不同形态碳来源及主要影响因子，力求在高度动态和复杂的灌区湖泊环境中，更准确地刻画

碳的来源与调控机制，为评估其碳源、汇角色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乌梁素海（40°36′~41°03′ N, 108°43′~108°57′ E）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境内，是黄

河流域内面积最大的淡水湖泊，也是全球同纬度最大的自然湿地。湖泊总面积约为 293 km2，平均水深 0.86 

m，最大水深 2.67 m[24]，水量为 2.5~3×108 m3，研究区属中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平均降雨量约 200 mm，蒸

发量超过 2000 mm[25]。湖区年平均气温 6.8~9.3℃，年平均风速 2.20 m/s，冬季长期最低气温为-20℃，夏

季长期最高气温为 35℃[26]。河套灌区现具有七级排灌工程体系，排灌设施齐全，每年 5 月上旬至 6 月下

旬、9 月上旬至 9 月中旬、10 月上旬至 11 月上旬，通过灌排系统将黄河水引入灌区进行灌溉[44]，河套灌

区退水主要通过总排干、通济渠、长济渠、塔布渠、八排干和九排干进入乌梁素海，退水水量约为入湖总

水量的 90%[27]，这使乌梁素海成为了当地农业废水的主要接收者，导致湖泊水体营养水平具有较大的空间

异质性和时间动态性。 

1.2 样品采集与分析 

本研究分别于 2023 年 4 月、7 月和 10 月在湖内设置 12 个采样点（S1~S12）。在 6 条直接入湖的灌

区退水渠道各设置 1 个点位（C1~C6），采样时间段涵盖了重要的农田灌溉退水事件，以便探讨灌溉退水

对乌梁素海有机碳与无机碳来源特征的影响。为更好地了解乌梁素海内不同区域的湖水环境变化特征以及

不同形态碳的分布规律，按照采样点位置和环境类型将采样点沿着芦苇边界进行分类，主要分为北部（S3、

S6、S9、S12）、湖心（S2、S5、S8、S11）与南部（S1、S4、S7、S10），每个区域分别分布着开放水域

区、沉水植被区、挺水植被区与黄苔暴发区 4 种环境类型（图 1）。 

利用多参数水质分析仪（WTW Multi 3510, 德国）现场测定水温（WT）、溶解氧（DO）、pH 等参

数，采样点水深（H）使用手持测深仪测得，用赛氏盘测得透明度（SD）。对地表水采样前均使用水样对

采样瓶润洗至少 3 遍，使用 5L 聚乙烯采样瓶和 30ml 棕色玻璃瓶保存样品，棕色玻璃瓶用 Parafilm 封口膜



 

 

进行密封。从 5L 采样瓶中取 500ml 水样滴加 7~8 滴碳酸镁溶液，过滤后滤膜（0.45 μm）用锡纸包好放入

液氮罐中保存，用于后续 Chl-a 的测定。另取 500ml 水样，用于 TN 和 NH4
+-N 浓度分析，棕色玻璃瓶中

水样用于 TP 浓度的测定，其余水样用于后续不同形态碳浓度及同位素和其它指标的测定，所有样品采集

后立即冷藏保存进行后续分析。水体中 Chl-a、TN、NH4
+-N、TP 浓度采用分光光度法（HJ5352009）分别

进行测定，SPM 浓度根据膜过滤前后的质量差计算得出，使用高锰酸钾指数法测定 COD。 

 

图 1 研究区及采样点示意图 

Fig.1 Study area and sampling sites 

用事先在马弗炉 450~500℃灼烧 2 h 后的玻璃纤维膜（0.45μm）过滤 3L 水样，过滤后的滤膜对折后

在-20℃保存，用于 POC 和 PIC 浓度及碳同位素的测定，过滤后的滤液取 100mL 在 4℃下低温保存，可用

于测定 DOC 和 DIC 浓度及 δ13C 稳定同位素。POC 和 DOC 的浓度及其 δ13C 稳定同位素均用总有机碳分

析仪-稳定同位素质谱仪联机（iso TOC CUBE-ISOPRIME100，德国）测定。使用同位素质谱仪（Delta V 

Advantage，美国）测试 DIC 与 PIC 的 δ13C 稳定同位素。DIC 浓度利用同位素质谱仪（Delta V Advantage，

美国）测定的标样峰值校准：将 NaHCO3 和 Na2CO3 以 1：1 物质量混合后，用 milli-Q 超纯水配置成不同

摩尔浓度的水溶液，将每个浓度的标准溶液测试所得峰面积与浓度进行标准曲线的绘制，利用绘制的标准

曲线进行DIC浓度校准。利用百万分之一的天平称取一定量的高纯碳酸钙标准样品（碳酸钙含量>99.9%），

放入 12 mL 的样品瓶中，拧紧瓶盖，用 He 气排空处理。然后加入 8 滴无水磷酸，置于干式恒温器上 70 ℃

加热 45min，反应生成的CO2气体，再利用GasBench-稳定同位素质谱仪联机（GasBench II-Delta V Advantage）

测定产物 CO2 的峰，同时根据样品的峰面积与单位质量 C 的峰面积比来计算样品中 PIC 的质量。 

1.3 数据处理 

1.3.1 碳同位素二元混合模型 用于识别 DIC 不同来源贡献，根据已有湖泊同位素相关研究以及乌梁素海

的环境背景[37][38]，将 DIC 端元设定为灌渠退水、土壤有机质降解、大气交换和生物活动 4 种，其中不同

季节分别有至多两种主要贡献源。计算公式如下[28]： 

𝛿𝑆𝐴 = 𝑓𝐴 × 𝛿𝐴 + 𝑓𝐵 × 𝛿𝐵 (1) 

𝑓𝐴 + 𝑓𝐵 = 1  (2) 

式中𝑓𝐴和𝑓𝐵分别代表不同端元素的贡献百分比，𝛿𝑆𝐴反映样品的碳同位素组成。𝛿𝐴和𝛿𝐵代表不同端元素对



 

 

应的碳同位素组成。 

2.3.2 贝叶斯混合模型 本研究采用贝叶斯混合模型来确定水体 DOC 与 POC 中四种不同来源的贡献比例：

即水生植物、灌渠退水、陆地 C3 植物与浮游植物。计算公式如下[29]： 

𝑋𝑖𝑗 =∑ 𝑃𝑘(𝑆𝑗𝑘 + 𝐶𝑗𝑘) + 𝜀𝑖𝑗
𝐾

𝑘=1
 

(3) 

𝑆𝑗𝑘~𝑁(𝜇𝑗𝑘 , 𝜔𝑗𝑘
2 ) (4) 

𝐶𝑗𝑘~𝑁(𝜆𝑗𝑘 , 𝜏𝑗𝑘
2 ) 

𝜀𝑖𝑗~𝑁(0, 𝜎𝑗
2) 

(5) 

(6) 

式中，𝑋𝑖𝑗代表混合物𝑖的第 j 种同位素，其中𝑖=1, 2, 3, … , i，𝑗=1, 2, 3, … , j；𝑆𝑗𝑘代表第𝑗种同位素在第𝑘个

来源的值（𝑘=1, 2, 3, … , k），且𝑆𝑗𝑘服从均值为𝜇𝑗𝑘，标准差为𝜔𝑗𝑘的正态分布；𝑃𝑘代表来源𝑘的比例；𝐶𝑗𝑘代

表来源𝑘的第𝑗种同位素分馏系数，且𝐶𝑗𝑘服从均值为𝜆𝑗𝑘，标准差为𝜏𝑗𝑘的正态分布；𝜀𝑖𝑗代表残余误差，服从

均值为 0，标准差为𝜎𝑗的正态分布。 

1.3.3 TLI 营养状态指数 用于评价湖泊营养状态差异，公式如下[30]： 

𝑇𝐿𝐼 =∑𝑊𝑗

𝑛

𝑖=1

× 𝑇𝐿𝐼(𝑗) 

(7) 

𝑊𝑗 = 𝑟𝑖𝑗
2/∑𝑟𝑖𝑗

2

𝑛

𝑖=1

 

(8) 

式中，𝑊𝑗为第𝑗种参数的营养状态指数的相关权重，𝑇𝐿𝐼(𝑗)为第𝑗种参数的营养状态指数，𝑟𝑖𝑗为第𝑗种参数与

Chl-a 的相关系数，指数越高，富营养化程度越高，本文采用 TN、TP、CODMn、Chl-a 四个指标计算 TLI

值。 

1.3.4 逐步多元回归分析 本研究采用逐步多元回归分析来解释一果多因的变量之间的关系，该方法将各项

自变量逐一进行方差分析后进入线性分析，避免了信息冲突信息缺失及显著性水平不合要求的问题，利用

共线性统计量（VIF）与德宾沃森（DW）系数检验多元回归模型精度，VIF 小于 5，表明自变量之间不存

在多重共线性，符合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要求，DW 系数接近 2，代表样本的独立性与模型的可靠性。 

1.4 统计方法 

所有模型均在 R4.5.1 中使用 MixSIAR 软件包完成，模型设定了无信息先验，并经过 MCMC 迭代以确

保收敛，最终结果以各碳源贡献率后验分布的中位数及 95%置信区间报告。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进行统计检验，显著性水平设定为 α=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在 SPSS 26.0 中完成。采用 Excel 

2021 和 SPSS 26.0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图表制作采用 ArcGIS 10.8.1 和 Origin 2024。 

2 结果 

2.1 湖泊有机碳与无机碳的时空变化 

乌梁素海水体中溶解碳（DC）占主要地位，其中 DOC 的分布范围为 5.66~27.87 mg/L，平均值 11.00±0.78 

mg/L，DIC 的分布范围为 6.55~83.44 mg/L，平均值为 33.89±3.09 mg/L，二者在时间上均无显著差异（图

2），空间上，DOC 在不同湖区分布差异显著（p=0.001），北部的 DOC 浓度（14.03±1.52 mg/L）显著高

于南部（7.69±0.38 mg/L），而湖心处 DOC 浓度与北部和南部均无明显差异，平均值为 11.29±1.11 mg/L，

DIC 在空间上无明显差异（p=0.366），北部、湖心与南部的平均值分别为 39.14±7.51 mg/L、34.23±3.98 

mg/L 与 28.28±3.67 mg/L。乌梁素海颗粒碳（PC）浓度略低于 DC，其中 POC 的分布范围为 3.23~27.63 

mg/L，平均值 12.45±1.09 mg/L，时间上差异较小，空间上呈现由北向南逐渐减小的浓度梯度（p<0.001），

PIC 浓度远小于其它三种形态碳，其分布范围为 0.01~3.34 mg/L，平均值 0.71±0.14 mg/L，PIC 时间差异显

著（p=0.034），7 月份 PIC 平均浓度远大于 10 月（图 2），而空间差异较小，三个湖区 PIC 均呈现较低

浓度水平。 



 

 

 

图 2 乌梁素海水体四种形态碳的时空变化 

（图中大写字母表示时间变化的显著性分析，小写字母表示空间变化的差异性分析;后文图同） 

Fig. 2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s of four forms of carbon in the water column of Lake Ulansuhai  

(The capital letters in the figure represent the significance analysis of temporal changes, while the lowercase letters represent the 

difference analysis of spatial changes. The following figures are the same) 

2.2 湖泊有机碳与无机碳的 C/N 与碳同位素组成 

湖水 DOC/TN 和 POC/TN 均分布在 5~23 之间，DOC/TN 平均值 8.4±0.5，POC/TN 平均值为 9.2±0.8，

二者在时间上均无显著差异。空间上，DOC/TN 的最高值（21.2）出现在 7 月份湖心处的 S8 点，湖泊北部

的 S12 点位也有较高值分布频率，整体上无显著差异（p=0.573），DOC/TN 低值多分布于湖泊南部；POC/TN

的最高值（22.7）分布在 4 月份的 S12 点，与此同时，7 月份的 S3，S8 点位、10 月份湖泊北部几乎所有

点位都出现过高值，整体上差异较小（p=0.090），湖泊南部分布较多 POC/TN 低值（图 3）。 

δ13CDOC 的分布范围为-30.45~-22.85‰,平均值-27.26±0.31‰，δ13CPOC 的分布范围为-30.68~-22.15‰，

平均值-27.40±0.34‰，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δ13CDIC 与 δ13CPIC 表现出明显偏正的同位素信号，δ13CDIC

分布范围为-20.48~-2.44‰,平均值为-9.74±0.67‰，δ13CPIC 分布范围为-8.72~-1.56‰之间,平均值-4.82± 

0.31‰。统计分析表明，4 种形态 δ13C 信号在时空上均无显著差异（p>0.05），不同季节 S4 点位的

δ13CDOC 分别分布着最负值与最正值，δ13CPOC 最负值出现在湖心处的 S2 点，最正值出现在湖泊南部的 S4

点，13CDIC 与 δ13CPIC 在湖心处 S2、湖泊南部 S10 等点的值较其它点更负，4 种形态 δ13C 信号值在湖泊南

部 S4 点位均出现过高值（图 4）。 

2.3 不同形态碳源特征 

为了更准确地追溯乌梁素海有机碳的来源，分别测定了与乌梁素海直接连接的 6 条灌溉退水渠道

（C1~C6）水样的 δ13C 与 C/N 值，划定范围后作为有机碳来源的贡献端元之一，所对应的值见表 1。根据

乌梁素海定期接收灌渠退水与植物密集的水环境特征[31-32]，将其水体中 POC 与 DOC 的内外源主要贡献端

元设定为：灌渠退水、浮游植物、水生植物、陆地 C3，所对应的端元值见表 2。 



 

 

 
图 3 乌梁素海水体 DOC/TN 与 POC/TN 时空分布 

Fig. 3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OC/TN and POC/TN in Lake Ulansuhai 

 

 

图 4 乌梁素海水体 δ13CDOC、δ13CPOC、δ13CDOC与 δ13CPIC时空分布 

Fig. 4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nges of δ13CDOC, δ13CPOC, δ13CDOC and δ13CPIC in Lake Ulansuhai 

 

在对 DIC 进行溯源时，通过测量 DIC 的碳同位素组成可以推断其来源，其主要的来源包括大气交换、

流域碳酸盐矿物风化、土壤有机质降解、降水输入和植物的光合和呼吸作用等，除此之外，灌渠退水也是

乌梁素海 DIC 的重要来源之一，本研究测定了与乌梁素海直接连接的 6 条灌渠的 δ13CDIC 值，作为后续对

DIC 来源定量研究的端元之一（表 1）。根据已有湖泊同位素相关研究以及乌梁素海的环境背景[37-38]，将

DIC 端元物质确定为灌渠退水、土壤有机质降解、大气交换和生物活动 4 种，所对应的端元值见表 3。 



 

 

表 1 总排干、通济渠、八排干、长济渠、九排干、塔布渠的 C/N 与 δ13C（表中为三个月份的平均值±标准差） 

Tab.1 C/N 与 δ13C in The Main Channel, The Tongji Channel, The Eighth Drainage Channel, The Changji Channel, The Nineth 

Drainage Channel and The Taboo Channel (the table shows the average of three months) 

样点 δ13CDOC ( ‰) DOC/TN δ13CPOC (‰) POC/TN δ13CDIC (‰) δ13CPIC (‰) 

C1 -25.74±2.33 7.2±0.2 -25.82±1.63 10.1±0.5 -12.26±0.38 -4.80±0.53 

C2 -25.46±1.06 9.8±0.7 -24.71±0.71 12.6±0.9 -11.37±0.40 -8.73±0.42 

C3 -25.88±1.74 7.6±1.3 -25.58±0.71 7.7±1.6 -10.77±0.16 -2.33±0.11 

C4 -27.60±0.81 8.2±0.1 -25.73±0.34 7.5±0.6 -5.45±1.01 -4.98±0.52 

C5 -27.65±0.64 12.1±0.4 -27.45±1.68 8.4±0.4 -12.23±1.35 -9.03±0.61 

C6 -25.31±0.78 8.3±1.1 -26.08±0.32 10.8±0.2 -10.23±0.60 -7.12±0.87 

表 2 POC 和 DOC 有机质端元的 C/N 与 δ13C 

Tab.2 C/N and δ13C of end members of POC and DOC 

端元 δ13C (V-PDB, ‰) C/N 

灌渠退水 -28 ~ -24 7~13 

浮游植物[33] -42 ~ -24 5~8 

水生植物[34] -30 ~ -16 12~30 

陆地 C3[35-36] -30 ~ -23 >18 

表 3 DIC 端元的 δ13C 值 

Tab.3 Stable Inorganic Carbon Isotope (δ13CDIC) end member Values.  

端元 δ13C (V-PDB, ‰) 

灌渠退水* -13 ~ -5 

土壤有机质降解[39] -13 ~ 6 

大气交换[40] -15 ~ 8 

生物活动[41] -26 ~ -18 

 

2.4 湖泊水体理化性质分析 

乌梁素海水体理化指标时空差异明显（图 5）。水体 TN 的分布范围为 0.44 mg/L~2.79 mg/L，平均值

1.44±0.11 mg/L，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TN 在时间变化上无明显差异，但空间上北部湖区（1.75±0.14 mg/L）

表现出远高于南部（1.07±0.10 mg/L）的特点（p=0.027）。水温（WT）在 7 月份显著高于其它两个月份，

但空间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水深则呈现出“湖心浅，南北深”的分布特点（p=0.012），乌梁素海最小水深

0.8 m，最大水深 2.3 m。COD 与 NO3-N 则表现相同的时间分布特征，二者 4 月的值均显著小于 7 月和 10

月。Chl-a 与 TLI 在时间上均无差异，但空间上都表现为南部小、湖心大的分布特点，乌梁素海 TLI 平均

值为 47.54±0.86，整体属于中营养状态，北部与湖心部分点位出现富营养状态。水体 TP、DO、pH、盐度、

SPM、NH4
+-N 与 NO2-N 在调查时间内均无显著时空差异。 

3 讨论 

3.1 乌梁素海水体有机碳来源识别 

在对有机碳定性分析过程中，个别样点超出了所选定端元的范围（图 6a），原因可能在于选定端元数

量不足，或 δ13C 和 C/N 组合判别悬浮颗粒物有机质来源存在缺陷等[42]。为弥补以上缺陷，本研究进一步

采用贝叶斯混合模型，从不同端元贡献率的角度，对有机质来源进行定量分析。该模型是以不同端元有机

质的 C/N 比和 δ13C 值在有机质形成过程中所遵循的质量守恒定律及其本身的保守性为依据而进行的量化

过程[43]。贝叶斯混合模型的不确定性可能来自多个环节：端元同位素的测量误差（同位素分析的仪器误差

或样本制备误差）、端元自身的时空异质性（同一来源的同位素值可能随季节、空间位置或环境条件变化）

以及端元代表性不足（未完全涵盖所有潜在来源，或端元样本量过少，如仅采集少量样本代表某一源）。



 

 

为了减少同位素模型的不确定性，本研究在使用该模型追溯乌梁素海碳来源贡献率时，对不同贡献端元进

行了严格的筛选：鉴于前人对于乌梁素海不同来源的 δ13C 值已展开较为深入且成熟的研究，本文中直接

沿用了之前的研究结果，然而，乌梁素海作为典型的灌区湖泊，与连接的退水渠道有着强烈的水交换过程
[27]，这些灌渠退水会直接为湖泊内提供不同形态的有机碳，这导致了其有机碳来源过程相对复杂，因此，

除了乌梁素海内部水生植物、浮游植物和周边陆地 C3 植物的贡献，灌渠退水对湖泊有机碳的贡献应着重

考虑到本研究中（表 2）。 

 

图 5 乌梁素海水质及理化参数时空变化 

Fig. 5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nges of water quality and physicochemical parameters of Lake Ulansuhai 

 

乌梁素海 DOC 来源集中分布在灌渠退水端元中，DOC 来源贡献比例从大至小依次为灌渠退水（72%）、

浮游植物（15%）、陆地 C3（7%）与水生植物（6%）。乌梁素海 4 月 DOC 来源以浮游植物为主，7 月和



 

 

10 月以灌渠退水为主（图 6），不同季节 DOC 所处端元范围不同的原因主要在于外源输入（灌渠退水）

的季节性差异。4 月乌梁素海没有与灌渠之间的水交换过程，此时的湖泊环境条件使得外源输入相对不占

主导，从而凸显了浮游植物对 DOC 的贡献[44]，此外，4 月份处于融冰期，随着冰的融化，水体环境发生

变化，水温升高、光照增强等因素为浮游植物提供了更适宜的生长条件，浮游植物在生长过程中会释放大

量有机碳[45]，在这一时期，与其它可能的 DOC 来源相比，如陆源输入等，浮游植物在这个时期的贡献更

为突出。而 7 月和 10 月尽管也不缺少浮游植物的活动，甚至相比 4 月份更高，但是这两个月份处于农业

灌溉的关键时期，受季节性农业用水影响显著，7 月是农作物生长旺盛期，需水量大，灌溉相对频繁，在

灌溉活动中，农田中的肥料、农药以及土壤中的有机物质随着退水进入灌渠后流入乌梁素海[44]，这些物质

中含有丰富的 DOC，进而使得灌渠退水端元在乌梁素海的 DOC 来源中占比较大。10 月虽然农作物进入

生长后期，但仍有部分灌溉活动，也会导致含有有机物质的退水流入乌梁素海。除此之外，乌梁素海作为

一个浅水草型湖泊，其湖泊内丰富的水生植物群落也会通过生长和代谢释放出一定量的 DOC，但相比灌

渠退水中的外源输入，其贡献相对较小（图 6）。湖区内各采样点所处区域 DOC 贡献来源空间分布规律

明显，除湖心处 S8 点位与南部 S4 点位以外，其余点位由灌溉退水贡献的 DOC 比例均高于 70%，尽管 S8

与 S4 所处区域灌渠退水贡献的比例较其它位置较小，但较其它贡献源仍占有最大比例。贝叶斯混合模型

模型计算结果表明，DOC 的所有来源中灌渠退水所占的比例明显远超其它来源，这进一步说明了乌梁素

海作为灌区湖泊，其受周围灌域影响强烈，灌渠退水是乌梁素海的重要水源之一，但也带来了大量的溶解

性有机碳。 

 

图 6 乌梁素海 DOC 来源定性与定量解析.（a）C/N 与碳同位素散点图；（b）4 种贡献端元对 DOC 的年内平均贡献比例；

（c）、（d）4 种贡献端元在各采样点的贡献比例（白色实线代表标准误差棒） 

Fig. 6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DOC sources. (a) Scatter plot of C/N ratio and carbon isotope; (b) Annual average 

contribution ratio of four contributing end-members to DOC; (c), (d) Contribution ratios of the four contributing end-members at each 

sampling site (white solid lines represent error bars) 

乌梁素海水体 POC 来源表现为浮游植物与灌渠退水为主，四种贡献源混合贡献的特点，其贡献比例



 

 

从大到小依次为浮游植物（39%）、灌渠退水（34%）、水生植物（15%）与 C3 植物（12%）（图 7），

不同季节 POC 所处端元范围不同的原因主要在于初级生产力与外源输入（灌渠退水）的季节性差异。4 月

份点位几乎集中落在浮游植物贡献端元中，这主要归因于这一季节来自灌溉退水的有机质相较 7 月与 10

月更少，导致浮游植物相较于其它贡献源占有更多的比例，其次，相较于 DOC，浮游植物对 POC 的贡献

往往更直接、更高效[46]。浮游植物生物量大且具有沉降性，某些浮游植物在特定的条件下会形成聚集体，

增强其沉降速率，其使得浮游植物能够更快的以颗粒的形式释放到环境中，成为 POC 的来源[47]。7 月和

10 月，随着农业活动的加剧，灌溉退水对乌梁素海 POC 的贡献比例增强，一方面，渠道中的 POC 会随退

水直接进入乌梁素海，增加湖内 POC 水平，另一方面，湖泊中的水生植物生长状况会受到灌渠退水的影

响，它们中的营养物质可能会刺激水生植物的生长，这些水生植物在生长过程中会释放出一定量的 POC[6]，

从而在 7、10 两个月份，POC 出现了部分来自水生植物的贡献。此外，在退水过程中，河套灌区周边的小

麦、玉米等 C3 作物通过光合作用将 CO2 固定在根系和叶片中，最后以凋落物的形式对水体提供 OC[48]，

因此湖泊内存在 C3 植物的少量贡献（图 4.5）。 

 

图 7 乌梁素海 POC 来源定性与定量解析.（a）C/N 与碳同位素散点图；（b）4 种贡献端元对 POC 的年内平均贡献比

例；（c）、（d）4 种贡献端元在各采样点的贡献比例（白色实线代表标准误差棒） 

Fig. 7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POC sources. (a) Scatter plot of C/N ratio and carbon isotope; (b) Annual average 

contribution ratio of four contributing end-members to POC; (c), (d) Contribution ratios of the four contributing end-members at each 

sampling site (white solid lines represent error bars) 

湖区内各采样点所处区域 POC 贡献来源空间分布差异显著，其中，S1、S4、S6、S10 和 S11 点均以

浮游植物贡献为主，贡献比例高达 60%以上。S1 点位于湖区最南部点位，该区域水体为开放水域，没有

水草，且灌渠退水是从湖泊北部流入，因此该区域水生植物与灌渠退水的贡献率较小，主要由浮游植物主

导该区域的水环境变化及 POC 来源；S4、S6、S10 与 S11 位于沉水植物与黄苔生长密集的区域，沉水植

物在生长过程中会吸收大量的营养物质，同时，其也会通过根茎和茎叶的分泌作用，向水体释放一些有机

物质，这些有机物质可以作为浮游植物的营养来源，促进浮游植物的生长和繁殖[49][50]。S2、S3、S8 和 S9

均以灌渠退水贡献为主，这些点位分布在湖心处与湖泊北部，在退水从北部流入乌梁素海后，其中的 POC



 

 

或者停留在北部，或者在随着水流向南运移的过程中，被湖心处大片生长的芦苇截停在此处，导致了湖心

与北部的 POC 来自于灌渠退水的来源比例增加。POC 来源相较于 DOC 更为复杂，其受灌溉退水与湖泊

内部初级生产力共同影响，整体表现为内外源混合贡献的特点。 

3.2 乌梁素海水体无机碳来源识别 

4 月份湖泊 δ13CDIC 值（-14‰~ -2‰）介于土壤有机质溶解和大气交换区间内（图 8a），基于碳同位

素二元混合模型，乌梁素海 4 月 DIC 的主要来源为土壤有机质降解（端元 A）和大气交换（端元 B），

贡献率分别为 92.7%和 7.3%，此时湖泊没有外部水源补给，湖内的 DIC 主要由湖底的有机质提供，土壤

中的微生物（细菌和真菌）在分解有机物质的过程中，通过矿化作用将 OC 转化为 CO2 释放到水体中
[51]，这一过程是土壤有机质转化为 DIC 的主要途径之一。在 7 月份，受到灌渠退水的影响，大部分 DIC

随着渠道进入乌梁素海加之气温和营养水平升高，微生物群落多样性和生物量增加[52]，其通过自身的呼

吸作用释放 CO2 增加水体中无机碳浓度水平[53]，DIC 的主要来源为灌渠退水和生物活动，贡献率分别为

74.1%和 25.9%。至 10 月份，除灌渠退水的持续影响外，大气交换成为湖泊 DIC 的来源之一，原因在于

秋季乌梁素海水体中 PCO2 小于大气水平，导致了大气向湖内输送 CO2
[44]，灌渠退水和大气交换的贡献

分别占比 71.9%和 28.1%。DIC 的来源在不同季节表现出明显的差异，除灌渠退水外，土壤有机质降解、

生物活动与大气交换也是其重要来源，这指示了乌梁素海 DIC 生长的季节性变化特点。 

 

图 8 乌梁素海 DIC 来源定性分析 

Fig. 8 Characterisation of DIC sources in Lake Ulansuhai 

乌梁素海 δ13CPIC 与 δ13CDIC 显著的正相关表明（图 7b），PIC 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内源沉淀过程。PIC

主要由流域中碳酸盐岩的物理风化形成的碎屑及水体内部次生沉淀组成[54]，河流和湖泊中浮游植物和细

菌都会诱导湖泊内部 PIC 的产生，但二者诱导机制不同，产生的 PIC 沉淀形态也存在差异[55]。当水体环境

有利于 PIC 沉淀生成时，水体中 CO3
2−等离子是生成 PIC 的主要离子，方解石等 PIC 在沉淀过程中只产生

较小的碳同位素的分馏，这决定了水体中的内源性 PIC 会继承水体中原有的 DIC 碳同位素组成信号，最

终会导致两者呈正相关[56]，也就是说，当水体中 PIC 为自生沉淀时，水体中 PIC 碳同位素组成主要受 DIC

同位素组成控制。为了验证这一结果，我们对比了 PIC 浓度与 C/N 比、δ13CPIC 与 δ13CDIC 的关系，结果发

现 PIC 随着 C/N 的减小而增加（图 7a）且 δ13CPIC 与 δ13CDIC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0.62, p<0.01），这说

明在湖泊中的有机碳指示为内源性时，PIC 会通过内部的循环及沉淀产生，并且 PIC 同位素信号很大程度

上继承了水体中原有的 DIC 同位素信号。乌梁素海水体 pH 平均值为 8.16±0.46，碱性环境显著促进 CO3
2-

的生成，符合碳酸盐化学沉淀的热力学条件，且 PIC 浓度高值区与高 pH、高初级生产力区域空间上显著

重叠（图 7 c, d），这是由于藻类光合作用消耗 CO2而导致 pH 升高最终促进碳酸盐沉淀的生物学驱动[54][56]。

此外，当湖泊中 PIC 为外源时，其主要来源为湖泊流域内同位素组成相对偏正的碳酸盐岩风化碎屑，来源

于海相碳酸盐岩的碳同位素组成均值一般为 0‰左右[57]，而乌梁素海水体内部的 δ13CPIC分布范围为-8.72‰ 

~ -1.56‰，均值-4.82±0.31‰，与碳酸盐岩风化形成的 PIC 同位素（约 0‰）组成相比较为偏负，进一步说

明了在乌梁素海内源性 PIC 是水体中 PIC 的主要来源之一。 



 

 

 

图 9 PIC 与 C/N (a)、pH (c)、Chl-a (d)，δ13CPIC与 δ13CDIC（b）的皮尔逊相关性分析 

Fig. 9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PIC and C/N (a), pH (c), Chl-a (d), δ13CPIC and δ13CDIC (b) 

 

3.3 湖泊有机碳与无机碳驱动机制 

Chl-a 与 TN 共同对 DOC 产生正向影响（表 4），Chl-a 是藻类生物量的重要指标，藻类在进行光合作

用和生长代谢过程中会产生各种有机物质，如多糖、蛋白质、脂类等，这些有机物质一部分会以溶解性有

机碳的形式释放到水体中[58]，随着藻类生物量增大，其代谢产物也相应增多，从而导致水体中 DOC 含量

增加。在太湖等富营养化湖泊中，藻类等浮游生物已被证实是 DOC 的重要来源，其占比可达 DOC 总量的

40%~60%[59][60]。本研究观测到的 Chl-a 对 DOC 的正向贡献（R2=0.662, p<0.001）与上述机制一致，表明

乌梁素海藻华期间藻类代谢活动对 DOC 的贡献不容忽视。TN 是藻类生长所必需的营养元素之一，当湖

泊中 TN 含量增加时，会为藻类的生长提供充足的氮源，促进藻类大量繁殖。与此同时，藻类在生长过程

中会吸收和利用水体中的氮，同时也会通过自身的代谢活动影响氮的形态和转化，其转化过程也会影响

DOC 的产生和分解[61]，二者之间密切的相互作用也决定了它们在湖泊中共同促进 DOC 生长的结果。在湖

泊生态系统中，浮游植物和微生物的生长可能同时依赖多种氮源（如 NH4
+-N、NO3-N），TN 能更全面地

反映水体的氮营养负荷，而单一的 NH4
+-N 仅代表可直接利用的无机氮之一[62]，无法涵盖其他形态氮的贡

献。由于模型倾向于保留对因变量解释力更强的变量，TN 因涵盖更多氮形态，通常能解释更多有机碳的

变异，而 NH4
+-N 的独立贡献可能被 TN 吸收。因此，尽管 TN 与 NH4

+-N 有良好的线性关联（r=0.55, 

p<0.05），但 TN 成为主要影响因子而 NH4
+-N 未被优先识别。 

SD 对 POC 有负向影响，而 TN 与 SPM 对 POC 产生有积极影响（表 4）。前文已提到，乌梁素海 POC

主要由内源浮游植物贡献，浊度主要由悬浮颗粒物（如泥沙、浮游生物残骸等）引起，其增加会显著降低

水体 SD。光照是浮游植物光合作用的必需条件，而浊度升高会削弱水下光强，导致浮游植物可利用的光

合有效辐射（PAR）减少[63][64]，进而导致 POC 含量相对较低。TN 对于水体中有机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其在水体中可以为浮游植物等生物提供氮源，促进浮游植物的生长，浮游植物在生长过程中会通过光合作

用吸收二氧化碳并合成有机物质，其中一部分以 POC 的形式存在。SPM 对 POC 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吸附作

用上，SPM 可以吸附水体中的有机物质[65]，这种吸附作用可以使 POC 在 SPM 表面聚集，从而增加 POC

在水体中的稳定性和浓度。其次，SPM 包含有机悬浮物和无机悬浮物，湖泊中的 POC 作为有机悬浮物

（OSM）的重要组成部分，POC 与 SPM 具有一定的物质组成关联性，这使得 SPM 含量的增大能够同步

提升 POC 含量[66]。此外，我们通过 Chl-a 与 SPM 的比值（Chl-a/SPM），估算生物源性颗粒占比（Bio-



 

 

SPM）[67]。结果表明：北部湖区Bio-SPM平均占比为46±48%，而湖区南部非生物颗粒主导SPM（占比>70%），

抑制浮游植物光合作用，导致 POC 生产受限。 

表 4 DOC 与 POC 回归分析模型参数与系数统计分析 

Tab.4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parameters and coefficients of DOC and POC regression analysis models. 

模型 参数 p VIF 模型方程 R2 DW 

DOC 

常量   

DOC=0.442XChl-a+3.016XTN +2.619 0.662 2.139 Chl-a 0.000 1.400 

TN 0.001 1.400 

POC 

常量   

POC=3.979XTN+0.460XSPM-6.677XSD+10.615 

0.566 2.171 

SD 0.005 1.326 

TN 0.002 1.066 

SPM 0.025 1.283 

入湖口分布、水流方向与沉积再悬浮共同导致了乌梁素海 DOC 与 POC“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北

部的高强度输入有利于有机碳的积累，大量农业退水和生活污水从北部进入湖泊[68]，其中携带的溶解性化

肥、溶解性有机物等直接增加水体 DOC 浓度，与此同时，农田侵蚀产生的泥沙以及生活排污中的 SPM，

为北部湖区提供了丰富的 POC[31]。而南部靠近退水渠，受出水口流动和风浪扰动影响，POC 易发生再悬

浮并被输出至黄河，导致水体 POC 浓度降低；DOC 虽溶解性高，但因其溶解态更易被长距离输送，但受

稀释作用影响仍呈下降趋势。 

NH4
+-N 是对 DIC 产生主要影响的唯一因子，其对 DIC 有积极影响。DIC 的来源较有机碳更为复杂，

影响因素也更为繁多，其中有机质矿化作用是 DIC 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藻类在矿化过程中会释

放出大量的溶解态有机氮，在微生物的作用下会逐渐被降解为无机氮，而NH4
+-N在其中的含量高达 90%[69]。

在藻类等浮游植物生长最旺盛的 7 月，水体中的氨化微生物会将浮游植物死亡后产生的有机质通过脱氨基

作用产生 NH4
+-N，在这个过程中，也伴随着 CO2 的大量产生[70]，因此 DIC 与 NH4

+-N 较好的拟合度

（R2=0.370, p<0.001）说明 DIC 来源与藻类矿化过程密切相关。NH4
+-N 还可通过驱动硝化、呼吸等过程

来影响 pCO2
[71]，水-气界面的气体交换方向和速率很大程度上由水体内部的 pCO2 决定，NH4

+-N 对 DIC 的

影响还表现在部分季节大气交换端元对 DIC 的贡献。此外，灌渠退水作为 DIC 的主要来源之一，其往往

同时携带了 DIC 与来自肥料、土壤有机质降解产生的 NH4
+-N，这会导致 DIC 与 NH4

+-N 浓度可能同时升

高，表现出强烈的相关性。 

TN 与 pH 共同对 PIC 产生积极影响（表 5），pH 值的变化会影响水体中碳酸盐体系的平衡，进而影

响 PIC 的浓度，CO2 浓度通常会直接影响水体的 pH 值，这是因为 CO2 会通过与水反应释放 H+来增加水

体的酸性，当 CO2 的浓度低时，水体酸性减弱，导致 pH 值相应地升高[72]。在生物量最高的 7 月，浮游植

物在光合作用下对 CO2 的利用率极高[73]，相应的乌梁素海在 7 月出现了 pH 的最高值（pH=9.47±0.13），

这导致了碳酸盐平衡体系向右偏移，生成更多的 HCO3
-和 CO3

2-，进而为 PIC 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因此在

7 月份 PIC 达到了最大值。与此同时，较高的 TN 含量促进了更多藻类生长繁殖，光合作用的增强会进一

步影响水体中的酸碱平衡，进而促进更多的 PIC 在此条件下沉淀出来。 

表 5 DIC 与 PIC 回归分析模型参数与系数统计分析 

Tab.5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parameters and coefficients of DIC and PIC regression analysis models 

模型 参数 p VIF 模型方程 R2 DW 

DIC 
常量   

DIC=18.293XNH4-N+18.985 
0.370 2.206 

NH4-N 0.000 1.000 

PIC 

常量   

PIC=0.894XTN+0.521XpH-4.830 0.573 1.935 TN 0.000 1.006 

pH 0.011 1.006 



 

 

4.结论 

本研究旨在分析灌区富营养化湖泊乌梁素海水体中有机碳与无机碳的动态及来源，并揭示其环境驱动

机制。具体结论如下：1、乌梁素海水体中四种形态碳中除 PIC 表现出明显的时间变化特征外，其余三种

形态碳在时间变化上均未发现明显差异，空间上，DOC 与 POC 均呈现由北向南浓度逐渐降低的分布特点，

而无机碳则无显著差异。2、乌梁素海水体不同形态碳来源在时空上的差异主要受灌渠退水与湖泊初级生

产力控制，DOC 的主要来源是灌渠退水（72%），POC 的主要来源是浮游植物（39%），DIC 在 4 月主要

来源于土壤有机质矿化（92.7%），7 月和 10 月主要来源是灌渠退水，分别贡献了 74.1%与 71.9%，PIC 则

主要来自于湖泊内源沉淀过程。3、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Chl-a 与 TN 是 DOC 的主要驱动因子；

SD、TN 与 SPM 共同解释 POC 浓度变化；NH4
+-N 是 DIC 动态的核心调控因子；TN 与 pH 值对 PIC 形

成具有双重促进作用。乌梁素海不同形态碳动态及来源受灌溉退水影响强烈，探究灌区尾闾湖有机碳、无

机碳的动态平衡及来源，有助于揭示区域碳循环的关键环节。未来需结合多区域对比与温室气体通量监测，

明确灌区湖泊在全球碳循环中的差异化角色，并为农业优化管理提供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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